
第47卷 第6期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11月
Vol.47 No.6 JournalofSouthwest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Nov.,2021

DOI:10.13718/j.cnki.xdsk.2021.06.024 历史研究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吴 汉 全

(杭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311121)

摘 要:梁启超自20世纪初年开始就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进行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

的开创者。梁启超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变迁,对中国近代思想的演变、中国近代学术的变迁等进行探讨,

阐明了近代中国历史是一个进步的历史过程的观点。同时,梁启超还对中国近代重大事件展开研究,对太

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学术梳理。梁启超对中国近代

史的研究是他提出的“新史学”观念的成功实践,具有极为鲜明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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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不仅在中国学术界首倡全新的史学理论———“新史学”理论[1],而且运用其“新史学”
思想积极从事史学实践活动,其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多有贡献。史学家萧一山说:
“梁启超对清代学术与近百年学术史的研究,其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探幽开微的功力,都为学术界

所公认,为近代史的研究,建立了可信赖的足为信史的一些楷模。”[2]911其实,梁启超对中国近代

史的研究亦不局限于“清代学术与近百年学术史”,其所涉方面大大超出目前学界的预知。学术

界对梁启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贡献近来已有所注意,但深入研究仍有相当大的空间[3]49-59。从中

国近代史研究的百年历程来看,形成了以李大钊为代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4]

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以进化论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种范式。本文试就梁启超对中国近

代史研究的贡献做一较为系统的梳理,以进一步凸现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开创者地位。

一、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变迁的研究

梁启超研究中国近代史在当时是当代人研究当代史,为现实社会演进尤其是政治变革服务,
具有总结最近历史经验的性质,因而政治史的意识十分强烈。这与他的政治活动家的身份是密

切联系的。梁启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变迁的代表作是《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清代学术概论》
等,虽然在今天看来没有能全面而系统地揭示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规律,但他关于中国近代社会

变迁的研究大致勾勒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层面及变迁的基本轨迹。
(一)对中国近代思想演变的研究

梁启超在进化论的指导下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演进的历史进程,认为近代中国在“学问和思想

方面”,“确已替将来开出一条大进步的路径”。他指出,近代中国思想演进的“最大关键,就是科

举制度之扑灭”,科举制度的废除如“用历史家的眼光看来”,则是近代中国的“一件大事”。自然,
科举制度的废除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与近代中国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的历史过程。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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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将中国近代思想的演变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时间是“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间借了外国兵来平

内乱”,一直到甲午战争。其主要表现是自强运动,那时的“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很觉得外国的

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
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但是,这一时期的“思想界受的影响很少,其中最可纪念的,是制造

局里头译出几部科学书”[5]44。梁启超认为,这一期是近代中国“讲求西学”的重要阶段,在根本上

是因为中国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所引起的刺激而在思想上的反映。梁启超指出:“质而言之,自
从失香港、烧圆明园之后,感觉有发愤自强之必要,而推求西之所以强,最佩服的是他的‘船坚炮

利’。”[6]26梁启超将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的演变与中国所受的外部压力联系起来,剖析中国社会变

动尤其是政治上变化给予思想变迁的影响,这是符合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思想发展的状况的。
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时间是“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止”。这一时期思想的

变动是因为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引起的刺激,而有戊戌变法等寻求制度的变革。“自从和日本

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著了一个霹雳。因想道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

地? 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

为、梁启超一班人”。这一阶段的政治运动虽然是失败了,只剩下“废科举”那件事算是成功了;但
在学术思想也有很大的进步,“这一期学问上最有价值的出品,要推严复翻译的几部书,算是把十

九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进来”[5]44。梁启超认为,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清政府所进行的“新
政”则是“掩耳盗铃的举动”,因而思想的变动仍然在继续并有新的特点。

第三期,便是从文化上感觉不足。这一时期是在第二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同时也是对第二

期“政治界虽变迁很大,思想界只能算同一个色彩”的推进。那时因为“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
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再加上“新近回国的留学生,又很

出了几位人物,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

了”[5]45。当然,梁启超对正在发展中的新文化运动也颇有些不满,如他就有这样看法:“这几年所

谓新思潮、所谓新文化运动,不是大家都认为蓬蓬勃勃有生气吗? 试检查一检查他的内容,大抵

最流行的莫过于讲政治上、经济上这样主义那样主义。”[5]2尽管如此,梁启超对新文化运动在中

国近代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还是予以肯定的,并认为近代思想进到“文化上感觉不足”的阶段有

其必然性。
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思想变迁的梳理和描述,不仅充分肯定中国近代思想前进的总趋势,而且

认为中国近代思想表现出“剧变”的特征和“新陈代谢”的特征。在梁启超看来,中国近代思想处

于急剧的变动之中。他说,几十年前郭嵩焘的游记因为对西方文明有所肯定,曾引起“满朝士大

夫的公愤”,其结果是遭到“人人唾骂,日日奏参,闹到奉旨毁版才算完事”;然而,“曾几何时,到如

今‘新文化运动’这句话,成了一般读书社会的口头禅,马克思差不多要和孔子争席,易卜生差不

多要推倒屈原”。总之,这几十年中国思想的确处于“剧变”状态,而且“确为从前四千余年所未尝

梦见”[5]43。梁启超同时认为,中国近代思想的变迁还具有“新陈代谢”的特征,其表现是:“第一

期,如郭嵩焘、张佩纶、张之洞等辈,算是很新很新的怪物。到第二期时,嵩焘、佩纶辈已死去,之
洞却还在。之洞在第二期前半,依然算是提倡风气的一个人,到了后半,居然成了老朽思想的代

表了。在第二期,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严复等辈,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
到第三期时,许多新青年跑上前线,这些人一趟一趟被挤落后,甚至已经全然退伍了。这种新陈

代谢现象,可以证明这五十年间思想界的血液流转很快,可以证明思想界的体气,实已渐趋康

强。”[5]45梁启超认为中国近代思想的变迁是“剧变”和“新陈代谢”,把握住了中国近代思想演变的

主要特征。
梁启超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变迁三阶段的划分,为以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学派”所继

承和发展。殷海光于20世纪60年代所著《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认为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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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追求‘船坚炮利’,继而是藉‘变法’以至于‘革命’来改变制度,最后则攻到‘孔家店’”[7]253,并
以很大的篇幅论述了近代中国从事“器用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思想的现代化”的历史进

程。金耀基认为,近代中国的历史是现代化的过程,“中国现代化的第一个运动,是曾国藩、李鸿

章以至张之洞等人所领导的洋务运动”;“中国现代化的第二个运动,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领

导的戊戌维新运动”;“中国现代化的第三个运动,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中国现代化

的第四个运动,是陈独秀、胡适等人所领导之文化运动”[7]313-315。此外,张朋园、张玉法等关于中

国现代化历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受梁启超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变迁三阶段的划分影响[8]。
(二)对中国近代学术演变的研究

梁启超著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对清代学术有系统的研究。其

中关于鸦片战争以来的晚清学术有着宏观的梳理和细密的剖析,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的开

创性成果。梁启超认为,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学术处于清学的“蜕分期”和“衰落期”阶段,一
方面是传统学术的衰落,另一方面则是新兴学术的兴起,近代中国学术有着过渡性特征。具体

说,近代学术虽然是清学“分裂”的产物,但更重要的是“由环境之变化所促成者”[9]51。梁启超对

中国近代学术史的几个重大问题有这样的分析:
关于今文经学。梁启超梳理了今文经学在晚清变迁的历程,认为今文经学的基本精神在“经

世致用”,“代表这种精神的人”是龚自珍和魏源,并且“给后来光绪初期思想界很大的影响”。当

然,说今文经学的复兴,不是说今文经学一开始就居于学界的主流地位,事实上,今文经学“在嘉、
道间,不过一支‘别动队’,学界的大势力仍在‘考证学正统派’手中”[6]25,只是在光绪年间才达到

兴盛的局面。

1.“今文学派之开拓,实自龚氏”。梁启超认为,今文经学的复兴起自武进的庄存与所著《春
秋正辞》,专求“微言大义”,继之者为同县后进刘逢禄。其后,“段玉裁外孙龚自珍,既受训诂学于

段,而好今文,说经宗庄、刘”。龚自珍在近代今文经学复兴中处于开拓者地位,“晚清思想之解

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与龚自珍同

时代的魏源亦为“今文学之健者”,“源有《元史》,有《海国图志》。治域外地理者,源实为先驱”,故
“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9]54-56。

2.康有为是“今文学运动之中心”。梁启超认为,今文经学经过龚自珍而复兴,到康有为时

而兴盛,故康有为是“今文学运动之中心”;但康只是晚清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而“非其创作

者”,其最先所著的《新学伪经考》为其今文经学的系统表达。对此,梁启超评价道:“《新学伪经

考》之要点: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

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

之目。四、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五、刘歆所以作伪经之

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此说一出,而所生影响有二:第一,清学正统

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第二,一切古书,皆须重新检查估计。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9]56梁
启超还对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及《大同书》在今文经学史上的地位作了分析,突出康有为对晚

清今文经学兴盛的影响。

3.梁启超为今文经学作“猛烈的宣传运动”。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自己在复兴今

文经学中的作用作了客观公正的分析,并说明自己的经学观与其师康有为的差异:“启超治《伪经

考》,时复不慊于其师之武断,后遂置不复道。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启超亦不谓

然。”[9]61梁启超虽然评价自己是“新思想之陈涉”,但同时亦有“自知之明”,认为“启超之在思想

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而且“中间又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耗其精而荒其

业”;其治学的特点是:“‘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沈溺焉,集中精力,尽
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时而抛故,
故入焉而不深。”[9]66梁启超对自己学术特点的剖析,从总体上来说是较为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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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阐发今文经学在近代复兴的历程,将鸦片战争之后今文经学的复兴理出从龚魏到康

梁的线索,并对今文经学复兴原因做了较为客观的分析与评价,研究结论为此后的学者所承继。
关于晚清清学正统派。梁启超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后的清学正统处于蜕分与衰落期之中,

“其运命自不能以复久延”,但仍有重要的学术影响,并且保有承继的学统:“然在此期中,犹有一

二大师焉,为正统派死守最后之壁垒,曰俞樾,曰孙诒让,皆得统于高邮王氏。樾著书,惟二三种

独精绝,余乃类无行之袁枚,亦衰落期之一征也。诒让则有醇无疵,得此后殿,清学有光矣。樾弟

子有章炳麟,智过其师,然亦以好谈政治,稍荒厥业。而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

学,有正统派遗风。”[9]6梁启超看到了清学正统派在近代中国的传承,但认为“总而论之,清末三

四十年间,清代特产之考证学,虽依然有相当的部分进步,而学界活力之中枢,已经移到‘外来思

想之吸收’”[6]31,考证学之主流地位式微。梁启超尤为重视章炳麟的突出地位,认为章炳麟在晚

清是为“正统派大张其军”,是清学正统派的殿军。“其治小学,以音韵为骨干,谓文字先有声然后

有形,字之创造及其孳乳,皆以音衍。所著《文始》及《国故论衡》中论文字音韵诸篇,其精义多乾

嘉诸老所未发明。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实炳麟一大成功也。”[9]69-70

梁启超对章炳麟学术成就予以很高的评价,认为章炳麟的学术思想“非清学所能限”,对近代中国

学术的影响“亦至巨”。
关于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梁启超认为,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的演变有着一个“讲求西学”的

运动。洋务运动期是西学输入的第一阶段,然而这一阶段“提倡西学法,不能在学界发生影响”,
但“江南制造局成立之后,很有几位忠实的学者———如李壬叔(善兰)、华若汀(衡芳)等辈在里头,
译出几十种科学书,此外国际法及其他政治书也有几种。自此,中国人才知道西人还有藏在‘船
坚炮利’背后的学问,对于‘西学的观念’渐渐变了”[6]27。这种变化当时只在极少数人之中,一般

的士大夫对西学仍是极端的仇视与排斥。甲午战争之后,进入西学输入的第二阶段,康有为、梁
启超、谭嗣同等处于“学问饥荒”的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

派”,但为旧派所不容。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在“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

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
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其时,对西学输入中

国贡献最大者“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穆勒约翰《名学》、《群己

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

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亦有林纾者,译小说百数十种,颇风行于世,然所

译本率皆欧洲第二三流作者。纾治桐城派古文,每译一书,辄‘因文见道’,于新思想无与

焉”[9]71-72。梁启超对晚清西学输入过程的梳理,理出西学东渐的线索和轨迹,他对西学中国化的

评价也是极富有见地的。
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学术演变的研究,用力最勤,工夫最深,学术的分量也最重,这是他研究中

国近代史最为突出的贡献。就梁启超研究中国近代学术史的成果来看,他是将中国近代学术的

研究放在整个清代学术系统中来考察的,体现出学术本身传承的内在理路,但同时又与近代中国

政治变迁密切联系起来,反映学术演变与近代中国政治变动的关联,并进而从学术演变中来展示

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的概貌。
(三)对近代中国政治进化的研究

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认为,近代中国政治的进化尤为突出。当时不少人对近代中国政

治的进化持怀疑的态度,甚至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五十年里头,别的事都还可以勉强说是进

化,独有政治,怕完全是退化吧?”梁启超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而认为“从骨子里看来,也可以说这

五十年的中国,最进化的便是政治”[5]46。
梁启超认为“国民对于政治上的自觉,实为政治进化的总根源”,因而要从“国民自觉”的角度

来剖析近代中国政治的演变。他指出:“从国民自觉的方面看来,那意识确是一日比一日鲜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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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一日比一日扩大。自觉,觉些甚么呢? 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

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

神。”[5]46-47虽然梁启超将清朝的推翻看成是“五胡乱华以来一千多年外族统治的政治根本铲除”,
将清朝视为“异族”而带有明显的大汉族主义色彩,但他肯定推翻清朝在“将秦始皇以来二千多年

君主专制的政治永远消灭”上的意义,应该说是看到了近代中国政治的大变动。
梁启超虽然对民国初年的中国政治表示不满,认为民国初年的“政治现象”确实“令人怄气”,

但他认为对政治也“不必失望”。在他看来,民国初年的政治现象是由两个特别的原因造成的,一
是“革命的时候,因为人民自身力量尚未充足,不能不借重固有势力来做应援。这种势力,本来是

旧时代的游魂。……一二十年的猖獗,势所难免”;二是“社会上事物,一张一弛,乃其常态。从甲

午戊戌到辛亥,多少仁人志士,实在是闹得筋疲力倦,中间自然会发生一时的惰力”。梁启超认

为,造成民国初年不良政治现象的原因正在发生变化,由于“这些原因都快要消灭了”,因而“政治

上的新时代,自然会产生出来”,所以他对中国政治前途表示乐观的态度,坚信中国政治有不断进

步的希望。他说:“要而言之,我对于中国政治前途,完全是乐观的,我的乐观。却是从一般人的

悲观上发生出来。我觉得这五十年来的中国,正像蚕变蛾、蛇蜕壳的时代,变蛾蜕壳,自然是一件

极艰难极苦痛的事,哪里能够轻轻松松的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变必蜕的机能,心理上还有必

变必蜕的觉悟,那么,把那不可逃避的艰难苦痛经过了,前途便别是一个大世界。所以我对于人

人认为退化的政治,觉得他进化的可能性却是最大的哩。”[5]47

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研究,描述了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学术变迁、政治进化的基本

历程,并且是以政治变迁和社会现代化为主线的,力图揭示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梁启超的

这一努力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上有重要意义,诚如有的学者所评价的那样:“从一定意义上讲,梁
启超是20世纪从社会变迁的角度观察近代中国的第一人,也是20世纪从现代化视角考察近代

中国的缘起。”[3]54

二、关于中国近代重大事件的研究

梁启超亲身经历了近代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与近代中国的一些历史人物也有不同程度

的交往。他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也特别注重对近代史上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考察与

分析,其论断颇有诸多的合理之处,对此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关于太平天国的论述

梁启超通过分析太平天国运动(梁启超称为“洪杨之役”)爆发的情形,认为太平天国运动与

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具有“势有必至,理有固然”的性质。他

指出,作为异族的清朝统治中国,当时国内“郁积既久,必有所发,及道咸以后,官吏之庸劣不足,
既已显著,而秕政稠叠,国耻纷来……于是一世之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等,因之而起”[10]11。
梁启超还肯定太平天国具有“革命”的性质,是革命时代的一个表征。他说:“即如最近洪杨之役,
前乎彼者,广西群盗,即已积年;后乎彼者,捻、回、苗、夷蜂起交迫,犹前代也。由是观之,中国无

革命则已,苟其有之,则必百数十之革命军同时并起”[11]35。梁启超对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原因的

分析虽然有其片面性,如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但他看到了阶级矛盾和国

内的民族矛盾所起的作用,这在当时还是很有学术见识的。
关于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梁启超认为一方面在于“同道互戕”而表现出的内部分裂,另一方

面则在于清政府的严酷镇压。他指出:“洪杨之役,革命之进行,尚未及半,而韦昌辉与石达开同

杀杨秀清矣,昌辉旋复谋杀达开矣,诸将复共杀昌辉矣。军至金陵,喘息甫定,而最初歃血聚义之

东、西、南、北、翼五王,或死或亡,无复一存矣。其后陈玉成被卖于苗沛霖,而上游始得安枕;谭绍

洸被杀于郜云官等,而苏州始下,金陵随之而亡。岂必官军之能强,毋亦革命家之太不济

也。”[11]38梁启超认为,太平天国的失败实质上源于政权的腐败,定都天京是重要的转折点,“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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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据金陵,骄态渐生,内部残杀,腐败已甚”[10]12。对于太平天国“内部残杀”,梁启超表示极大的

惋惜,认为“此真吾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洗涤之奇辱”[11]38。梁启超认为太平天国的“宗教招牌,贾
怨益甚”,也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因素[6]27。在梁启超看来,太平天国的失败还因为当时处于“外族

侵入之时代”,这一时代背景使得“旧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军”,其结果是“李鸿章之以戈登灭

洪秀全”[11]38,造成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还看到清朝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联合起来绞杀太平天国对晚清政局

的影响,他曾这样分析:“及洪杨之发难也,赛尚阿、琦善皆以大学士为钦差大臣,率八旗精兵以远

征,迁延失机,令敌坐大,至是始知旗兵之不可用,而委任汉人之机,乃发于是矣。故金田一役,实
满汉权力消长之最初关头也。”[10]8梁启超的这一见解对此后的太平天国运动研究产生很大的影

响,后起的近代史研究者逐渐注重分析和考察太平天国的影响,尤其是对晚清政治变动的影响。
如李剑农认为,太平天国造成“清廷政权的推移”,使得以汉族为主要力量的“地方势力渐次

加重”[12]100。
梁启超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是从正面进行的,尽管他有时也称之“洪杨之乱”,但他对太平天国

运动主要是从“革命史”的角度进行定位的,这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虽然,梁启超对太平天国的

论述具有片段性,不是很有系统的叙述,但其许多见解却是极为深刻的,对以后的太平天国史研

究确实有着启迪意义。
(二)关于戊戌变法的研究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在戊戌变法刚刚失败之时,他就写了《戊戌政变记》
《戊戌六君子传》等记叙这段历史。此后,梁启超又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著作中对戊戌变法进

行较为深入的研究。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认为:“政变之总原因有二大端:其一,由西后与皇上积不相能,久

蓄废立之志也;其二,由顽固大臣痛恨改革也。”[13]69这一分析应该说是较为真确的。此后,梁启

超曾根据他的“因缘”理论来分析戊戌变法的历史必然性,认为戊戌变法作为一场“社会革新运

动”是由一系列“因缘”因素促成的。他指出,戊戌变法“其所以觉醒而督促之者,则尤在外交压迫

之新形势。其一,为日本新著手之大陆政策;其二,为俄国积年传来之东侵政策;其三,为德国远

东发展政策。以此三种外‘缘’,故甲午战败,日本据辽,三国干涉还辽,而胶州、旅顺、威海之租借

随之,瓜分之局,咄咄逼人。于是变法自强之论,骤兴于民间,而其动力遂及德宗,无端与清室宫

廷问题发生连带关系。……如是内外新故诸‘缘’凑合,遂有戊戌政变之役”[14]124。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认为戊戌变法是政治改革运动。他说,戊戌变法前的“所谓变法

者,若练兵也,开矿也,通商也,交涉之有总署使馆也,教育之有同文方言馆及各中西学堂也”,则
是“温和改革者”;而戊戌变法是“除旧布新”的政治改革,“其大端在请誓太庙以戒群臣,开制度局

以定规模,设十二局以治新政,立民政局以地方自治”[13]85。此后,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

史》中又认为,戊戌变法也带有“新学”与“旧学”之争的性质。梁启超回忆道:“当时我在我主办的

上海《时务报》和长沙时务学堂里头猛烈宣传,惊动了一位老名士而做阔官的张香涛(之洞),纠率

许多汉学宋学先生们著许多书和我们争辩。学术上新旧之斗,不久便牵连到政局。康南海正在

用‘变法维新’的旗号,得光绪帝的信用,旧派的人把西太后拥出来,演成‘戊戌政变’一出

悲剧。”[6]29

(三)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研究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因缘”、历史过程及其结果作了较为细

致的分析,其认识对于学术界对义和团运动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因缘”,梁启超认为中国有着“排外的心理”和“迷信的心理”,“此两种心

理,实使义和团有随时爆发的可能性。此‘因’之在心的方面者也。”[15]123这两种心理是“潜伏”的,
“苟环境不宜于彼之发育,彼亦终无由自遂”;然而,“清季之环境,实有以滋酿之”,其一是“外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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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迫”,其二是“政纲之废弛”,“此因在境的方面者也”[15]124。以上,梁启超从“心”与“境”两个方面

来剖析义和团运动之“因”。梁启超还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发生还有其“缘”的方面,而“缘”有“亲
缘”(直接缘)和“间缘”(间接缘)之分,“义和团之‘亲缘’有二:其一,则社会革新运动之失败。其

二,则宫廷阴谋之反拨也。此二者又各有其复杂之‘间缘’”。概而言之,“戊戌政变为义和团之

‘亲缘’”[15]124。“亲缘”之中复有“主缘”与“助缘”之别,而“助缘”对于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又有很重

要的推动作用。梁启超指出:“戊戌政变为义和团唯一之‘主缘’,固也。然政变之波澜,曷为一转

再转以至于仇外耶? 其一,因康有为、梁启超等亡命外国,清廷不解国际法上保护政治犯之先例,
误认维新派人以外国为后盾。其二,因政变而谋废立(立端王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外国公使纷起

质问,志不得逞,积怒益深。其三,连年曹州、兖州、沂州、易州等教案,乡民与天主教徒构怨益剧。
得此等‘助缘’,而义和团遂起。”[15]124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历史进程,梁启超将其梳理为八个阶段:“一、山东、直隶、团匪之私自组织

及蠢动;二、两省长官之纵容及奖励;三、北京王大臣之附和;四、甘军(董福祥)之加入;五、孝钦后

以明谕为之主持,军匪混化对全世界宣战;六、前后戕杀教徒及外国人数千;七、戕杀德国公使及

日本使馆馆员;八、毁京津铁路,围攻使馆。”[15]125-126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结果,梁启超认为有如下数端:“一、八国联军入京,两宫蒙尘;二、东南各

督抚联约自保,宣告中立;三、俄军特别行动,占领东三省;四、缔结辛丑条约,赔款四百五十兆,且
承认种种苛刻条件;五、德宗不废,但政权仍在孝钦;六、孝钦迎合潮流,举行当时所谓新政,如练

兵兴学等事。”[15]126

梁启超还对深入研究义和团运动提出建议,认为应在“民族性之总根柢”“群众心理”、阶级心

理下的“一致行动”、历史剧主人翁“特别性格”之“源泉”“专制政治”之“政体”“当时之政象”“维新

派”及其“对面之抵抗力”“世界政局之潮流”等八个方面,加强对义和团运动的探讨。“经过此八

方面之研究,则义和团一段史迹,何故能于‘当时’‘此地’发生,可以大明”[15]125。
梁启超对义和团的评价似没有对太平天国运动评价那样高,如他将义和团称之为“拳匪”,将

义和团运动称为“祸”,并将外国势力对中国的进一步干涉归咎于义和团运动,甚至认为“闹出义

和团事件,丢尽中国的丑”[6]29,这是他的阶级局限性在历史研究中的表现;但梁启超提出义和团

运动研究的基本思路,强调要对历史文化、民族心理、秘密社会、当时的政局和外部环境等方面进

行研究,对后来开展义和团的研究应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
(四)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

梁启超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很是重视,辛亥革命刚刚爆发不久,他在所著《新中国建设问题》中
就高度评价辛亥革命,认为:“武汉事起,举国云集响应,此实应于时势之要求,冥契乎全国民心理

之所同然。是故声气所感,不期而洽乎中外也。”[16]27此后,梁启超从“因缘”的角度对辛亥革命进

行分析,并就研究辛亥革命发表过很重要的意见。
关于辛亥革命的“因缘”,他说:“有可能性谓之‘因’,使此可能性触发谓之‘缘’。……以辛亥

革命之一史团而论,国人种族观念之郁积,晚清政治之腐恶及威信之失坠,新思潮之输入……等

等,皆使革命有可能性,所谓‘因’也。铁路国有政策之高压,瑞澂之逃遁,袁世凯之起用,能使此

可能性爆发或扩大,所谓‘缘’也。”[15]123从梁启超这里所分析的辛亥革命的各种“因缘”来看,他是

力图从晚清社会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来解释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
梁启超对辛亥革命历程进行了分析,不仅强调革命派的作用,而且也估计到立宪派的努力,

同时也注意到当时的历史环境的影响。梁启超指出:“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智识有血性的

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但主义虽然全同,手段却有小小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

要把满洲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洲人

不跑。两派人各自进行,表面上虽像是分歧,目的总是归着到一点。一面是同盟会的人,暗杀咧,
起事咧,用秘密手段做了许多壮烈行为;一面是各省谘议局中立宪派的人,请愿咧,弹劾咧,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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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手段做了许多群众运动。……武昌一声炮响,各省咨议局先后十日间,各自开一场会议,发一

篇宣言,那二百多年霸占铺产的掌柜,便乖乖地把(政权)全盘交出,我们永远托命的中华民国,便
头角峥嵘的诞生出来了。”[17]4-5

梁启超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予以高度的评价,认为辛亥革命所建立的中华民国不仅在中

国而且在世界都有深远的意义,对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有巨大的影响,“‘中华民国’一名词之

成立,即中华国民在人类进化史上之一奇迹也”[18]25。梁启超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有意

义的三回革命之一(第一回是周朝的革命,打破了黄帝、尧、舜以来部落政治的局面;第二回是汉

朝的革命,打破了三代以来贵族政治的局面;第三回就是辛亥革命)。他说:“辛亥革命有甚么意

义呢? 简单说:一面是现代中国人自觉的结果,一面是将来中国人自发的凭借。自觉,觉些甚么

呢? ……第一件叫做民族精神的自觉,第二件叫做民主精神的自觉。”[17]1-2也就是说,辛亥革命对

民族独立和民主精神的张扬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梁启超对于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的研究,是在“新史

学”观念指导下的史学实践活动,藉以进一步深化中国近代历史变迁的研究,并使其关于近代思

想演变、学术变迁及政治进化的探索有更为充分的依据,同时也在于彰显其所提出的近代“中华

民族之扩大”的学术观点。显然,这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也是极为重要的贡献。

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特色

20世纪初年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主张,使中国史坛掀起“史学革命”的浪潮,进化论成为史

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中国史学现代化由此启动。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中,梁启超开始了他从事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生涯,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进行全新的梳理,构建一个初步的近

代史研究体系。因此,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不能不带有时代的特点和个人的学术风格。
(一)进化论的历史观

以进化论为指导来研究中国近代史,将中国近代历史看作是进化的进步的过程,是梁启超研

究中国近代史最为鲜明的特色。梁启超在《变法通义》中,初步表达了自己的进化史观,认为“变”
是“古今之理”。此后,梁启超将进化论运用到历史研究领域,认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
“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研究历史就在于“以
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19]7-11。所以,他认为近代以来的历史是进化的历史,近代“中华

民族之扩大”是进化的重要表征,“可以证明我们民族正在青春时代,还未成年,还天天在那里长

哩”[5]41-42。至于在“学问思想的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并且“确已替将来开出一条大进步的路

径”[5]43。就近代中国政治而言,如前所述,梁启超认为“国民自觉”是“一日比一日鲜明,而且一日

比一日扩大”,因而近代中国“最进化的便是政治”。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双十节之乐观》
中列举了大量的数据和事例说明,民国建立的十年来社会处于不断的进化之中,“在实业、教育两

界,表现得最为明显”;“十个年头的中华民国,的确是异常进步”[17]6-10。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历史

的分析是以进化论为指导的,他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观点,也是在进化论的指导下得出的。
可以说,进化论思想不仅是梁启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鲜明特色,而且进化论思想也贯穿梁启超研

究中国近代史之始终。
(二)强烈的当代史意识

梁启超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当代史意识,这也是一个鲜明的特色。梁

启超在当时研究中国近代史具有当代人研究当代史的性质,以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政治服务为

重要的任务,这不仅是他的“新史学”观念的学术实践,而且也是与他强烈的当代史意识密不可分

的。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提出当代史家职责:“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

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

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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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20]1由于注重历史经验的探讨,强调历史为现实服

务,因而梁启超不得不将中国近代史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而就梁启超学术兴趣而言,他也是主

张“史学以记述现代为最重”[6]275。这就使梁启超更注重最近发生的历史事件,更为关注对现实

影响较大的历史人物。前面已经提到: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梁启超就写出《戊戌政变记》来研究

和记述这一资产阶级变法运动;李鸿章于1901年9月逝世,梁启超于同年11月就写出《中国四

十大事记》(一名《李鸿章》),率先对李鸿章进行研究和评价;袁世凯于1916年病死,梁启超于同

年就写出《袁世凯之剖析》,并就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发表意见。这里还应指出的是,当“护国战争”
刚结束时,梁启超就搜集了“护国战争”期间的来往公文、论文、电文等,编撰成《盾鼻集》,不仅给

“后之论史者有所考镜”,而且也在于说明当时是“不得已以从事兹役者”[21]2。梁启超对中国近代

史的研究不仅是其“新史学”观念的学术实践,而且也是具有发扬光大近代以来的当代史研究这

一新的学术传统的意义。
(三)经世致用的色彩

梁启超在学术上是今文经学在近代发展的代表人物,强调经世致用、关顾国计民生,其史学

研究(包括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也表现出经世致用的色彩。梁启超认为,“凡学焉而不足为经世之

用者,皆谓之俗学可也”[22]28。这一观点也反映到他的史学研究中,并与他对史学作用的认识相

联系。梁启超研习史学是与变革现实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他创办大同译书局“首译各国变法之

事,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22]58。梁启超注重历史研究的政治功能及现

实意义,强调历史对社会现实的借鉴作用,如他明确指出:“本国人于本国历史,则所以养国民精

神,发扬其爱国心者”[23]99;“国民教育之精神,莫急于本国历史”[23]101。因此,梁启超“不是把史学

当作一种单纯的学术,而是把它和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24]19。《清代学术概论》是以进化论为指

导总结包括近代学术在内的整个清代学术,但经世致用的色彩也是特别显著的[25]33。梁启超正

是从经世致用的目的出发,因而特别注重对当代史的研究,一方面为其政治活动提供依据和参

考,并从中汲取政治智慧和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又对自己的政治活动进行总结和分析,为后人变

革近代中国社会提供历史的教训和启迪。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强调经世致用、史学为现

实服务是有着积极的意义,特别是对于发挥史学的政治性功能有很大的影响,但“由于急切地以

历史附会现实,难免存在牵强附会和不够严谨的缺点”[26]186。当然,对此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

中加以认识。
(四)“民史”的撰述理念

梁启超在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过程中,还贯穿着“民史”撰述理念。在梁启超的“新史学”思
想体系中,他通过对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近代史学的比较,认识到“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

史,长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乡教

养之所起,谓之民史”[27]70。所以,他认为中外史学就其研究重点而言,“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
之分,但“民史之著,盛于西国,而中土几绝”[22]59。梁启超的“民史”思想在戊戌变法时期就有较

为广泛的影响,谭嗣同对此极为称道,并认为创办报纸即是体现“民史”思想,他说:“新会梁氏,有
君史民史之说,报纸即民史也。”[28]419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较为自觉地贯彻他的“民史”思
想,并以此作为撰述近代史的重要理念。譬如,梁启超研究太平天国时,承认太平天国的发生有

民众力量的因素,认为太平天国的旗号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其“与一部分人民心理相应”,李秀成

在抗击清军中之所以能取得成绩就在于“能得士心”。又譬如,梁启超研究辛亥革命时,认为辛亥

革命的发生是“冥契乎全国民心理之所同然”,辛亥革命之“功劳”应归结于“全国人的自觉心,到
时一齐迸现的结果”[17]5。自然,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所体现的“民史”思想,亦有其历史的

与理论上的局限。他的“民史”思想就其实质还只是强调民众心理在历史进程中的影响,如他说

“凡大思想家所留下的话,虽或在当时不发生效力,然而那话灌输到国民的‘下意识’里头,碰着机

缘,便会复活,而且其力极猛”[6]28,这与民众创造历史的思想还是有很大距离的。尽管如此,梁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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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所体现的“民史”撰述理念还是一个显见的特色。
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历程,形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大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和现代

化研究学派)和两大研究范式(“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研究范式”),梁启超显然是现代化研究学

派的先驱性人物。梁启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视角及其观点,对后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所从

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起过某些重要的影响。尽管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有诸多不成熟的

地方,如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问题没有明确的界定,对近代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亦有偏颇之

处,对近代社会经济变动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等等。但无可置疑的是,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研

究的重要开创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史上居于先驱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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